
关于年鉴出版周期和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建议

——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家康

    非常感谢大家拨冗出席这次盛会，非常感谢东道主为这次研讨会作出的周到安排和提供的良好服务。下面，我讲两点意见和建议，抛砖引玉，供大家在讨论中参考。
一、努力缩短年鉴出版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放眼祖国大地，处处风生水起，大干快上；各行各业都在尽量往前赶，“能快就不要慢”。各种信息载体、大众传媒也都在比速度、比效率，时效、网速、及时性等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和生死存亡的关键。唯有年鉴，在反其道而行之：出版周期不是越来越短，而是越来越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省级年鉴和中心城市的年鉴都能在10月底以前出版，其中一部分年鉴还能够在八九月份问世，“三、六、九”（3月完成组稿，6月完成编辑加工和审稿，9月出版发行）成为整个年鉴界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而如今，能够在10月份出版的年鉴已成凤毛麟角，“三、六、九”的口号不再时髦，因为年底出书已习以为常。

年鉴之义，本来含有“上年之事，来年之鉴”的意思。“来年”，首先应当指出版年份。到了年底才能与读者见面，甚至于当年还不能出书，怎么借鉴？只能束之高阁，当作摆设。

当然，年鉴的时效，年鉴的及时性，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新闻传媒。报纸一般要求日日新，广播、电视、网络要求时时新，而年鉴只能做到年年新。年鉴在与大众传媒或其他信息载体的竞争中，不应该也不可能以时效、以及时性取胜，而只能以权威性、可靠性取胜。而要做到权威可靠，就必须严格筛选，反复核实，还需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因为有些事情在发生时像一潭浑水，经过一些时间沉淀、澄清，才能看得比较真切、清楚，记得比较准确、周全。年鉴信息的滞后性，是它的一大缺点，也是它的一大优势。但是，年鉴并不是史书，而是年度资料性工具书。年鉴内容选择的年度性决定它必须为读者及时提供新情况、新资料，规定它必须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年鉴当然也具有存史功能，因为它全面收录的现实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为重要的史料。但年鉴的历史性总是寓于现实性之中，只要年鉴还在出版，年鉴的历史性就永远无法超越它的现实性。年鉴只有真实地记录现实，才能深刻地反映历史；它首先是现实的，然后才是历史的。

年鉴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就必须及时出版。在目前多种传媒、多种出版物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年鉴出版周期过长，很难获得读者的青睐，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不利的地位。千方百计缩短出版周期，对于增强年鉴服务现实的功能，赢得更多的读者，具有重要意义。国外许多有影响的年鉴都在出版年份的第一季度出书，或是在截稿月份后一两个月内出版。美国最有影响的年鉴——《世界年鉴》，采取边编边印的方式，在全部文稿编完之后一周内印刷完毕，10天装订，然后用最快速度发送至各发行点。该年鉴选题选材以美国的选举年度为时限，一般在10月底（选举年度的下限）截稿，12月份出版，年发行量100多万册。日本最有影响的年鉴——《朝日年鉴》在停刊前总是紧赶慢赶，每年都赶在3月中旬出版。我国也有一些质量上乘而又能及时出版的年鉴。例如《南京年鉴》、《上海经济年鉴》和《浦东年鉴》。这三种年鉴的编纂出版质量都是一流的，同时，出版周期又是最短的，一般每年五六月份就能与读者见面，其中《南京年鉴》曾有过4月下旬出版的记录。这三家年鉴编纂单位缩短出版周期的主要经验是：（1）有明确的出版时效目标；（2）提前组稿，一般在元旦前完成组稿约稿工作；（3）在编辑工作组织管理上，变单兵作战为集体作战，变阶段式分步实施为齐头并进交叉进行，形成环环相扣的流水作业链；（4）主编（社长、编辑部主任）亲自抓进度，加强协调，确保时效目标实现。

有人将我国地方综合性年鉴越出越晚、时效越来越差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志主管主办，认为地方志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吃大锅饭，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有的甚至不能领编辑费、审稿费，缺少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又缺乏竞争意识，年鉴肯定会越出越晚。这话听起来似乎一语中的，其实并不中肯。因为在上述3种国内出版周期最短的年鉴中，除了《上海经济年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管主办之外，其他两种地方综合性年鉴均由当地地方志机构主管主办。地方志机构不差钱、不缺人才，也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年鉴越出越晚的黑锅不能由其来背。

依我看，问题主要出在年鉴编纂理念、观念上。一个“官书”观念，一个“史书”观念，这两个东西严重地影响着年鉴的出版时效。将年鉴当作“官书”来编，“官编官用”，自然可以不考虑普通读者（社会大众）的实际需要，只要做到四平八稳，政治上不出任何问题，就万事大吉，至于内容质量如何、有多少读者、什么时候出版，都可以不在话下。将年鉴作为“史书”来编，“存史备查”，自然也可以不考虑当前读者的实际需要，只要不出差错，“经久耐用”，什么时候出版都无所谓。年鉴官书化、史书化的结果，势必淡化年鉴的读者观念，弱化年鉴的读者市场，窒息年鉴的生机和活力。这是相当多的年鉴质量越来越差、出版周期越来越长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提高年鉴的时效，缩短出版周期，必须首先破除上述两种陈旧观念，进一步端正年鉴办刊理念，以平常之心对待年鉴这个平常之物，不要扯虎皮作大旗，吓唬别人，难为自己。办刊理念端正了，缩短出版周期也许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至于缩短出版周期的具体办法，国内外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可资借鉴，年鉴界也不乏能人，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总而言之，作为现实性资料工具书和信息载体，年鉴是有时效、讲时效的。尽管年鉴林林总总，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但只要冠以“年鉴”之名，就应当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就应当及时出版，努力缩短出版周期。年鉴的时效，也是年鉴的质量，年鉴的生命！
二、加强年鉴编纂理论研究
今年以来，为了给广西、广东两省（自治区）分别举办的年鉴主编培训班授课，我用了10多天时间，对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作了一番研究。总的印象：其中不乏精品，但也有质量十分低劣的产品。质量较好的年鉴，固然需要创新框架、完善体例、充实内容，进一步提高质量；而质量低劣的年鉴，则完全可以用“四不像”来形容：不像年鉴，不像广告，不像手册，不像文件汇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年鉴的发展相当迅速，而我们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正如我在2002年第12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鉴在中国热了起来，但我们的确没有准备好就上路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不知道什么是年鉴，不知道年鉴的历史和源流，不知道年鉴的类型及其个性，不知道年鉴的编纂特点和规律的情况下，就胡里胡涂地当了年鉴的编辑，甚至当上了主编。于是，胆小的人，有样学样，对着别人的年鉴依葫芦画瓢；胆大的人，无知无畏，专做“四不像”的买卖。我当时说的是中国当代年鉴事业初创时期的情况。事业草创，准备不足，情有可原。但现在的情况是否好一点呢？不见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鉴虽然不是很多，但热衷于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人还真不少，年鉴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在200篇以上，还陆续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年鉴界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锐减至100篇左右，且有文章数量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出版的专著更是少得可怜。这与当前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极不相称。快速发展的年鉴事业迫切地需要理论的指导，加强年鉴编纂理论研究是整个年鉴界的当务之急。
年鉴编纂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年鉴为对象，通过科学地解释各种年鉴现象，使人们对什么是年鉴、年鉴的内容特点和基本体例等有比较科学的认识。应用理论研究主要是通过解决各级各类年鉴编纂出版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最终形成一系列年鉴编纂出版范规，包括地方综合性年鉴编纂规范、专业年鉴编纂规范、企业年鉴编纂规范、统计年鉴编纂规范，等等，以提高年鉴编纂的效率和质量。面对当前年鉴数量快速增长、质量急剧滑坡的情况，人们自然会想到要通过建立规范来加以匡正，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任何行业规范的建立都需要大量的理论积累和业界的高度认同，否则，规范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之上。因此，我们要规范年鉴发展，提高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绝不能就规范论规范，而必须以年鉴编纂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基础、为先导。如果我们不能在年鉴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并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勉强建立的规范必然经不起风吹浪打，提高年鉴质量的一切努力也会因为没有明确的方向而徒劳无功。
年鉴编纂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年鉴编纂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不断创新的实践，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支撑迅速发展的年鉴事业。让我们为此共同努力，切实加强年鉴编纂理论研究，为中国年鉴事业的创新发展、规范发展、科学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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